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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共数据的类型化规制及其立法落实

沈 斌 黎江虹

摘 要 公共数据规范概念扩展造成立法对公共数据的规制规则无法一体化适用等困

境 ，应通过在类型化的基础上分别设置各类公共数据规制内容的方式消解。通过解构公共

数据的公共性要素，可以提炼出基于数源主体与数据内容公共性程度差异的分类标准，并据

此将其分为政务数据、公共非营利主体数据、公共营利主体数据和非公共营利主体数据四

类。各类公共数据的规制内容体现为根据其属性特征确定的强制性义务。具言之，政务数

据应负担完整的数据共享、开放和管理义务，公共非营利主体数据应负担数据共享、开放义

务和较高程度的数据管理义务，公共营利主体数据应负担数据共享义务和适度的数据管理

义务，非公共营利主体数据只需负担数据共享义务。藉由分层嵌入规范对象的立法安排可

以有效落实公共数据类型化规制的方案，规避公共数据集中立法存在的概念规范与规制规

则彼此失调的体系性矛盾。

关键词 公共数据治理；政务数据；数据共享；数据开放；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据要素

市场

中图分类号 DF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3）01-0067-11

基金项目 中国法学会2021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CLS-2021-C20）

公共数据是规模最为庞大的数据类型，占全社会数据资源总量的比重高达70%-80%［1］，同时公共数

据也是更容易实现共享开放等契合数据价值实现方式的数据资源［2］（P1576），构成数字经济时代经济社

会发展的基础要素。《“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国发［2021］29号）、《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

总体方案》（国办发［2021］51号）等政策文件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国家公共数据资源体系，统筹公共数据资

源开发利用，完善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可以说，对公共数据的规制是挖掘数据要素价值的首要课

题，关乎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实现程度和数字经济的发展进程。而揭示公共数据规制的现实困境，

并探索可行的规制方案，对公共数据治理的实践推进与法制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一、公共数据规范概念扩展及规制困境

作为一个技术型、工具性概念，公共数据并不存在固有的内涵和外延。目前，中央立法尚未明确界

定公共数据的概念，而是采取了暂时观望的策略，放任地方进行探索性立法，希冀通过地方实践发现最

佳的公共数据概念规范和规制规则。而地方立法中的公共数据概念虽然各自有别，但整体上经历了一

个“政务信息—政务数据—公共数据”的扩展性演进历程［3］（P68-70）。具言之，为区别于信息公开层面的

政府信息，相关立法首先选择了“政务信息”作为概念工具描述立法对象。政务信息基本属于政府信息

的同等概念，数源主体限于履行行政职能的政务部门。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数据的价值被充分认识和

挖掘，且因为数据来源和生产机制的改变，数据价值的实现逐渐摆脱对信息的依赖，并在社会价值上完

成对信息的超越，数据逐渐替代信息成为相关事物的主概念，政务数据也逐渐取代政务信息成为地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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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主概念。由于应用场景的拓展，政务数据的内涵外延相较政务信息也有所突破，数源主体不再限于

具有行政职能的政务部门，而是扩展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当前，随

着数据价值的日渐凸显，滥觞于《浙江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法》的公共数据概念逐渐取代政务

数据成为地方相关立法的新宠。相较于政务数据，虽然各地方立法中公共数据的内涵外延并不统一，但

整体上实现了大幅度拓展。不仅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政务部门的数据属于公共数据，而且行政机关以

外的国家机关的数据、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企事业单位的数据也被纳入公共数据范围，甚至提供公共服

务的私人主体的数据亦可能成为公共数据。总之，公共数据的外延大致经历了从行政职能部门的数据，

到公共管理部门的数据，再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组织的数据的扩张性演进历程，最终形成了当前相对

广义的公共数据规范概念。

追根溯源，公共数据概念在地方立法层面的扩展有其时代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公共数据立法目标

的演变决定了其内涵与外延的扩张性演进。从国内外演变趋势来看，公共数据立法的目标定位经历了

从加强透明政府建设，到促进政府数字化治理，再到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演变。在政务信息阶段，虽然

立法目的已转变为推动数据信息共享，但由于信息共享中数据价值形式的单一及其与信息概念的混用，

相关立法事实上仍未摆脱基于透明政府目标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路径依赖，并决定了政务信息的内

涵外延仍囿于传统政府信息的范围。在政务数据阶段，随着数据概念的厘清和数据价值形式的拓展，藉

由政务数据共享实现治理数字化的立法目标逐渐清晰，因履行公共管理职能而产生的数据自然也存在

被纳入政务数据治理的必要性。在公共数据阶段，由于数据取得与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相并列的生

产要素的价值地位，将具有特定程度公共性的数据资源纳入公共数据范畴，契合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源

价值最大化实现的目标要求。因此，广义的公共数据规范概念为时代所需要。

诚然，公共数据作为更容易实现共享开放等符合数据价值实现方式的数据资源，其内涵与外延的扩

展有助于实现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源最大化开发利用的价值目标。然而，公共数据规制也在概念扩展

进程中面临愈来愈严峻的规制规则无法一体化适用的困境。详言之，公共数据内涵与外延的扩展使得

基于公共数据这一概念分析工具形成的数据资源池在规模日渐庞大的同时，各公共数据集之间的同质

性也日渐式微。而公共数据日渐凸显的异质性则使得基于单一概念设计、具有普适性的法律规则愈来

愈困难，公共数据立法随着公共数据概念的扩展面临愈来愈大的困境。现有立法中，公共数据概念规范

与规制规则能否完全兼容存在很大的法理疑义，很多规制规则事实上无法适用于概念规范涵摄的全部

公共数据类型，部分公共数据在形式上负担着立法者无意使其负担或其本身无力负担的义务①。而个别

地方的立法者已经发现了上述担忧和困惑，并为避免概念规范与规制规则彼此失调的体系性矛盾而采

取了回避公共数据概念界定的立法策略②。不仅如此，公共数据规范概念的扩展也使其外延越来越模

糊，辨别何类数据应作为公共数据成了法理难题。数据因其利用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处理后果的强

外部性，本身即存在高度的公共性［2］（P1577），因此公共数据与私人数据的边界可能无法单纯藉由数据

的公共性予以厘定。亦即，功利主义福利最大化的逻辑无法适用于可以零边际成本无限复制利用的数

据及其价值，从而也就无法藉此区分公共数据和私人数据。一言以蔽之，公共数据的概念扩展既具有时

代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也在事实上造成公共数据外延模糊和规制规则无法一体化适用的困境，公共数

据治理需要开拓新的规制模式。

实际上，公共数据内涵外延的扩展已使得公共数据演变为一个类概念，即公共数据不再是高度同质

① 作者通过参与《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立法调研活动获知，法规起草部门将通信、电力、燃气等公共国有企业数据纳入公共数据范围的目的，

主要在于满足政府部门因公共治理而产生的数据利用需要，并不存在将其数据统一管理或向社会开放的意图。然而，由于现行立法的整体性，

公共国有企业的数据在法律逻辑上负担着与其他公共数据同样的义务，不仅背离立法者的意图，而且也成为其不可承受之重。

② 比如，《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法规起草部门最终因担忧过于宽泛的公共数据概念可能招致部分数源主体的抵制，采取了回避公共数据概念

界定的立法策略，这也是《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未像《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等在先立法对公共数据概念进行明确规定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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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单一类型数据，而是成为具有特定程度公共性的类型多样的数据资源池。故此，对公共数据的规制

不应该也无可能适用整齐划一的法律规则，而必须对其实施类型化规制，即根据各类公共数据的属性特

征将其分为不同类别，并分别设置相应的规制规则。公共数据的类型化规制不仅能消解公共数据概念

扩展带来的法律规则无法一体化适用的困境，而且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公共数据的外延边界清晰化。

基于此，下文将以地方立法中的广义公共数据概念为逻辑基础，探讨公共数据的类型化规制问题。

二、公共数据类型化的标准与方案

藉由科学的标准对公共数据进行类型化并分别设置规制规则，构成公共数据规制的必然选择。为

此，需首先选定公共数据类型化的标准，并据此明确各类公共数据的外延范围及其基本特征。

（一）类型化的标准选定

正如有学者所言：“人类的思想在本质上是比较的……一个类型学，在最完善的形式上，应该不仅是

一个资产负债表，而且是深刻的和解释性的。”［4］（P56）公共数据的类型化必须能够深刻揭示各类公共数

据的异质性，并启发规制实践。归根结底，公共数据分类的科学性与解释力决定于类型化的标准选择，

而类型化的标准应从事物本质属性及现实需求中提炼，非基于事物本质的类型化方案缺少理论逻辑的

自洽性，甚或造成实践混乱，而非基于现实需求的类型化方案则只是研究者的自娱自乐，缺少现实意义。

简言之，公共数据类型化的标准必须能够体现各类公共数据的本质特征，且有助于藉由类型化规制消解

公共数据概念扩展带来的规制难题。循此逻辑，基于支撑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功能属性，公共数据的

本质特征应在于其公共性，亦即价值面向的公共利益属性。由此，公共数据表征的公共利益差异是确定

公共数据类型化标准的关键。虽然公共利益的具体内涵并不存在统一认识［5］（P1），公共利益的公共意

蕴具有抽象性和不确定性，在不同文献中表述各异，可能指称国家、社会、集体等一系列群体概念［6］

（P7）。但公共数据的公共性差异可以通过概念要素中表征公共利益的具象要素予以呈现。此具象要素

可以作为公共数据类型化的标准选择。纵观现有公共数据立法，虽然公共数据概念规范的内容表述不

尽相同，但整体上可将其概念要素概括为主体要素和内容要素两者。

一方面，作为公共数据类型化标准的主体要素具体应指数源主体，即制作或获取数据的主体。这不

仅因为数源主体作为数据生产主体与公共数据的权益关系更为紧密，更能彰显公共数据的属性特征，而

且也因为数源主体具有唯一性，能够避免因数据流动性、非独占性产生多个数据控制主体造成数据属性

难以确定的弊端。现实来看，公共数据的数源主体在地方立法中的规范表述不尽相同，主体范围也存在

实质差别。虽然如此，但所有立法描述的公共数据数源主体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众所周知的公共性，

行政机关、国家机关、政务部门、具有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企事业单位等，莫不如是。正因如此，公共

数据数源主体的公共性可以作为公共数据类型化的重要标准，也即可以根据数源主体的公共性程度差

异划分公共数据的类型。事实上，地方立法中“政务信息—政务数据—公共数据”的规范概念扩展进程

也主要是沿着数源主体外延扩展的逻辑展开的，根据数源主体的公共性差异划分公共数据类型具有特

定的实践基础。

另一方面，公共数据概念规范中内容要素的表述相对较为统一，主要存在“依法履行职责、提供公共

服务”“依法履行职责”“依法履行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责”等几类内涵非常近似的立法表述。从表面来看，

概念规范中的立法语词描述的是数据产生的场域或过程，而非直接指向数据承载的内容。但实质观之，

由于数据产生的场域直接决定了数据承载内容的属性，公共数据概念规范中的相关规定也可视为对公

共数据承载内容的描述。如高等学校提供高等教育服务产生的数据是教育数据，交通管理部门履行交

通管理职责产生的数据是交通数据。上述教育、交通描述的就是公共数据的内容属性。就法理而言，内

容要素对数据性质的认定也具有相当程度的规定性，只有数据内容涉及公共领域的数据才可能纳入公

共数据的范畴。反之，公共主体制作或获取的非涉及公共领域的数据则可能被排除在公共数据范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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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比如，根据《广东省公共数据管理办法》第2条第2款规定，公共企业、事业单位等非因实施公共服务

制作或获取的数据就不属于公共数据。深究之，内容要素作为公共数据类型化标准的逻辑基础在于，公

共数据内容指向的公共领域存在显而易见的层次性差异，并由此导致公共数据本身存在公共性程度的

差别。详言之，作为主要由公共部门制作或获取的数据，公共数据是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产生的副产

品。而公共产品具有层次性，不仅包括立法、司法、环保等纯公共产品［7］（P387-389），也包括教育、医疗、

公路等准公共产品［8］（P1-14）。虽然同为公共产品，但两类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程度存在较

大差异，并最终表现为公共性程度的差异。推而论之，公共数据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副产品，必然也存

在公共性程度差异，提供纯公共产品产生的数据必然比提供准公共产品产生的数据具有更高的公共性。

在此意义上，将内容要素的公共性作为公共数据类型化标准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

综上，公共数据的公共性深受公共数据主体要素和内容要素的影响，基于公共性程度差异而实施的

公共数据类型化应选择数源主体和数据内容作为分类的基础标准，并从中演绎出具体的类型化标准。

主体要素的公共性可根据数源主体履行职能所需资金来源和主体性质判定。资金来源可分为公共资金

与非公共资金，其中公共资金包括公共财政资金和社会捐赠资金，受公共资金支持的数源主体的公共性

明显大于非受公共资金支持的数源主体。主体性质可分为营利性与非营利性，非营利性数源主体的公

共性显然大于营利性数源主体。由此，公共数据主体要素可分为公共资金与非公共资金、营利性与非营

利性两类标准四个要素。内容要素的公共性可根据产生公共数据的活动内容判定，具体分为提供公共

产品与提供准公共产品，因提供公共产品产生的数据的公共性显然大于因提供准公共产品产生的数据。

据此，公共数据的内容要素可以分为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两类。

（二）四种类型的公共数据

承前所述，可将基于两大要素的分类标准融并合一，根据各要素标准的排列组合形成理论上的公共

数据类型，并对照我国现有的公共数据资源排除不存在的数据，最终推导出现实的公共数据类型。具体

来说，由两大要素三个标准六个具体要素构成的要素组合存在八种排列方案，即公共数据理论上可分为

八种类型。而事实上，“公共资金+营利性+公共产品”“非公共资金+非营利性+公共产品”“非公共资金+

营利性+公共产品”“非公共资金+非营利性+准公共产品”四类要素组合形成的公共数据无法在现实中找

到对应的数据映像，而只有“公共资金+非营利性+公共产品”“公共资金+非营利性+准公共产品”“公共资

金+营利性+准公共产品”“非公共资金+营利性+准公共产品”四类要素组合形成的公共数据可在现实中

找到对应的数据类型，分别为政务数据、公共非营利主体数据、公共营利主体数据和非公共营利主体数

据。综上，根据公共性程度差异，公共数据最终可分为公共性渐次降低的上述四种类型（见表1）。

表1 公共数据类型及其要素组合

要素组合

主体要素

公共资金

公共资金

公共资金

公共资金

非公共资金

非公共资金

非公共资金

非公共资金

非营利性

营利性

非营利性

营利性

非营利性

营利性

非营利性

营利性

内容要素

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

准公共产品

准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

准公共产品

准公共产品

数据类型

政务数据

/

公共非营利主体数据

公共营利主体数据

/

/

/

非公共营利主体数据

公共性程度

强

/

较强

弱

/

/

/

最弱

首先，政务数据是职能履行受公共财政保障的非营利性公共管理主体在提供公共产品过程中产生

的数据。因涵摄公共性最高的全部要素，政务数据是公共性程度最高的数据类型。从现实来看，政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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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基本等同于普通公众观念意义上的政府数据，不仅包括各级行政机关以及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

的数据，而且也应包括人大、政协、司法和监察等其他国家机关的数据。虽然少部分地方立法未将行政

机关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制作或获取的数据纳入公共数据范围，但因其数源主体和数据内容的公共性

与传统政务数据并无实质不同，两者本质上系同一层次的公共数据［3］（P77），将其排除于公共数据范围

不仅有违公共数据之事物本质与价值效用，而且也与地方公共数据立法的主流趋势背道而驰。

其次，公共非营利主体数据是公共财政或社会捐赠资金支持的公共非营利主体在提供社会服务过

程中产生的数据。相较政务数据，公共非营利主体数据因是非管理性主体提供准公共产品而产生的数

据，公共性程度较弱且存在数据治理主体与数源主体分离的现象。虽然如此，但公共非营利主体仍是中

国除国家机关之外公共性程度最高的公共主体，且数量众多、情况复杂，构成政府发挥公共服务功能的

主要载体，管理模式行政化程度较高［9］（P139）。因此，大量公共非营利主体数据也是宝贵的公共数据资

源，只有纳入公共数据范畴才能充分开发利用，实现数据价值的最大化。在现实中，此类数据主要是非

营利法人制作或获取的数据，数源主体具体包括如下几类：一是基金会，如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等；二是公益服务类事业单位，如公立学校等教育事业单位、公立医院等卫生事业单位、报纸杂

志社等文化事业单位等；三是社会团体，如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作家协会等；四是社

会服务机构，如民办非营利性学校、民办非营利性医院等。

再次，公共营利主体数据是公共财政资金支持的公共营利主体在提供准公共产品过程中产生的数

据。相较于前两类公共数据，公共营利主体数据的公共性只体现为公共财政资金支持和提供准公共产

品两个要素，是公共性程度更弱的数据类型，不仅存在数据治理主体与数源主体相互分离的现象，而且

产生数据的行为活动具有营利性目的。在现实中，公共营利主体主要是提供电力、水务、燃气、通信、公

共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服务的营利法人性质的国有企业，如国家电网、中国电信和各城市的

自来水、燃气公司和公交集团等。虽然有学者基于功能主义将公共国有企业定性为公共非营利公司［10］

（P228），在形式上否定公共营利主体数据类型的成立，但就实质观之，论者不仅并不否定公共国有企业

从事营利性行为的合理性，而且相较于否定公共国有企业的营利性主体性质，其更偏重于检讨将营利性

表现作为公共国有企业考核指标的合理性。事实上，行为目的的营利性与企业性质的公共性并不存在

根本性抵牾，营利性行为构成公共国有企业实现公共目的的手段。且就《民法典》规定的法人分类来看，

国有企业属于营利性法人并无疑义。在此意义上，由“公共资金+营利性+准公共产品”要素组合形成的

公共营利主体数据类型完全能够成立。只是由于内嵌营利性目的，公共营利主体非因提供公共服务产

生的数据需排除于公共数据范围，上述《广东省公共数据管理办法》第2条第2款正是基于此种考量而作

出的规定。

最后，非公共营利主体数据是非公共资金支持的公共服务主体在提供准公共产品过程中产生的数

据，其公共性程度最弱。从表面来看，非公共营利主体提供公共服务以营利为目的，其产生的数据作为

公共数据仅因其内容要素涉及准公共产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准公共产品的供给实际上并未完全市

场化，提供准公共产品的虽然是非公共性的市场主体，但市场准入需要经过政府严格的审查批准。在此

意义上，虽然此类主体不具有直接公共性，但因政府的特别授权而具有一定程度的间接公共性。理性而

论，由于准公共产品边界的模糊性［11］（P3-4），只有将最低限度的主体要素的公共性作为公共数据构成要

素，方能将公共数据与数源主体完全不具有公共性的私人数据区分开来，避免公共数据范围的无边界扩

张侵及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相较于其它类型的公共数据，非公共营利主体数据同时存在治理主体与

数源主体分离、产生数据活动性质的营利性以及主体要素的非直接公共性等特征。在现实中，非公共营

利主体主要对应着提供准公共产品且市场准入需经政府特别授权的民办营利性学校、民办营利性医院

等营利性主体。

此处需强调的是，平台型企业等私主体生产的数据虽然因规模庞大、关涉利益广泛等也与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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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相关，但由于其并非生成于准公共产品供给活动，尤其是缺少政府特别授权而不能纳入公共数据范

围。前已述及，私主体生产的数据因其利用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处理后果的强外部性，事实上也存

在高度的公共性，将平台型企业数据纳入公共数据的尝试将会使公共数据与私人数据失去界限，最终危

及数据治理的整体秩序。一言以蔽之，不能仅因某类数据关乎公共利益就将其作为公共数据予以规制，

其公共利益的维护可通过数据处理义务规则设置和私人数据公共化等方式予以实现。当然，私人数据

公共化，无论是行政征收方式，还是政府采购方式，亦或是其他方式，事实上都已经将私主体的数据转变

为公共数据。此时，可将私人数据公共化的实施主体视为新的数源主体，并据此将其归入相应的公共数

据类型。

三、公共数据类型化规制的具体规则

尽管为最大限度地挖掘数据的公共价值，公共数据的内涵外延已在地方立法中实现了整体拓展，但

这并不意味着纳入公共数据范围的所有数据都应适用相同的规则设计，亦即公共数据规制应为不同类

型的公共数据量身打造相适应的规制规则。作为公共品［12］（P142-143），公共数据必须接受强制性的法

律规制，即在数据价值最大化利用和社会公共利益目标下负担一定的义务。相较于私人物品主体赋权，

即由主体权利对应其他主体义务的规则建构逻辑，公共数据作为同时承载财产、人格等多元法益且具有

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特质的公共品，更适宜藉由设置客体负担义务，即由客体义务推导主体义务的法理

逻辑构建规则秩序。在此意义上，公共数据规制的内容就体现为根据其属性特征确定的强制性义务，且

其法律性质一旦确立，无论是数源主体还是治理主体，亦或是其他关涉主体，都必须相应履行公共数据

负担的义务。

（一）公共数据负担的义务类型

归根结底，公共数据作为概念分析工具的价值并非体现在通过厘清数据权属划定各方主体的利益

边界，而是表现为通过合理设置公共数据作为公共性资源应负担的义务，推动数据资源的价值最大化实

现。为此，应首先明确公共数据作为公共品整体可能负担的义务类型。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

要素，公共数据治理最先始于政府为优化政务系统，提升治理水平的数据共享，逐渐发展到最大程度开

发利用数据资源的数据开放，此后又发展到强调数据质量和安全的数据管理。据此，大致可将公共数据

作为公共品应负担的义务概括为数据共享、数据开放和数据管理三类。

1.公共数据共享义务。数据共享是数据的共有属性，也是数据立法与数字经济发展的灵魂所在［13］

（P136）。就立法来看，数据共享具有特定的规范内涵，专门指称公共数据在公共部门间共享的情形，不

包括私主体间的数据流通情形和公共部门与私主体间的数据开放情形。数据共享是公共数据基于治理

数字化目标而产生的初始义务类型。公共数据负有共享义务意味着，除法律规定可免于共享的数据外，

数源主体或其他数据控制者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向提出数据共享申请的公共部门提供相关数据。现行立

法通常明确规定公共数据的共享义务，并将其分为无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和不予共享三类。不予共享

的公共数据可免除共享义务，有条件共享的公共数据则仅需在符合特定条件时承担共享义务。通过赋

予公共数据强制性的共享义务，能够有效规制公共数据治理存在的“数据孤岛”“数据烟囱”现象，整合存

放于各公共部门的数据资源，充分发挥数据的社会治理价值，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提升政府公共管理

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深言之，公共数据共享最初是行政主体间的内部行政行为，属于行政协助的范

畴［14］（P108-116）。然而，随着公共数据内涵外延的扩展，诸多非行政主体的数据成为公共数据，数据治

理主体与数源主体出现分离，部分公共数据的数源主体并不承担公共治理职责从而不构成公共数据治

理主体，数据共享不再单纯适用行政协助的法理逻辑。

2.公共数据开放义务。公共数据开放是指数据治理主体将数据资源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向社会提

供并供其开发利用的行为。公共数据负有开放义务意味着数据治理主体应将纳入数据开放范围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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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按照法定程序向社会开放，数据治理主体和不特定的社会主体是数据开放的两造主体。由于数据

资源本身并不具有内在价值，数据的价值由数据利用创造出来，因此只有推动数据的社会化利用，才能

通过数据驱动创新实现数据价值［15］（P5）。可以说，公共数据开放的源起就是为了破解数据市场化流通

利用不畅或受阻这一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具有推动数据资源价值最大化实现的功能。就现

有数据立法观之，公共数据开放义务通常也为立法所明确规定，并根据开放条件分为无条件开放、有条

件开放和不予开放三类。追根溯源，公共数据开放涅槃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但与基于公民权利的信息

公开不同，公共数据开放是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驱动的产物［16］（P1-46），亦即政府并非因公民知情权

而开放数据，挖掘数据资源的价值才是数据开放的直接和根本目的［17］（P95），其法理本质是政府向社会

提供公共服务，从而具有不同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传统行政法治的规范思路［18］（P19-23）。由此，虽然政府

数据开放也存在加强透明政府建设的效果［19］，但公共数据开放立法性质上属于促进型法，并不赋予社会

主体以任何对应性的权利，即使开放公共数据是数据治理主体的强制义务，社会主体也不享有公法上的

请求权，无法通过诉权强制治理主体开放数据，而只能通过内部投诉渠道或民主参与程序予以纠正［20］

（P45）。

3.公共数据管理义务。公共数据管理并非内容单一的义务类型，而是一个类概念，且义务主体不仅

包括数据治理主体，也涵摄数源主体。简单来说，可将公共数据管理义务表述为，公共数据应负担的内

容贯穿数据资源全生命周期的按照一定标准和要求采集、储存和管理的义务，数据质量和数据安全构成

数据管理的两大目标。就现有立法来看，公共数据管理义务的内容较为庞杂，且各地方立法间的内容差

别甚大。概言之，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一是目录管理义务，公共数据治理主体应建立行政辖区内统一的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体系，公共数据应纳入目录管理；二是分类管理义务，公共数据应按照类别编入各类

数据库；三是依法采集义务，数源主体应根据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编制数据采集清单，并严格按照法定程

序和统一标准采集数据；四是质量管理义务，公共数据应达到既定的数据质量标准；五是安全保障义务，

公共数据处理应履行过程记录义务、采取符合安全等级的保护措施，并建立风险评估、安全审查与监测

预警体系等。数据质量与安全是数据价值实现的内在基础和外在保障，公共数据管理不仅决定着数字

经济时代规模最为庞大的数据类型的价值潜力，而且影响着其开发利用的现实边界，构成公共数据应负

担的不可或缺的义务类型。

（二）四类公共数据的义务能力

公共数据负有共享、开放和管理等义务，但这并非意味着所有公共数据都应受到相同程度的法律规

制，即负担内容完全相同的义务，各类公共数据的义务能力应根据其内含的公共性要素和属性特征

判断。

1.政务数据的义务能力。作为公共数据的初始内容与核心集束，政务数据也是公共性最高的数据

类型，具有完整的负担数据共享、开放和管理义务的能力。详言之，政务数据共享基本等同于公共部门

间的行政协助，政务数据作为行政协助的重要客体，具有当然的数据共享能力。公共数据开放本质上是

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政务数据作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产生的副产品，构成最无疑义的公共品，具

有向社会开放的义务能力。公共数据管理的法理本质是作为公益信托人的数据治理主体为提升数据质

量和保障数据安全而进行的内部管理行为［21］。政务数据因数源主体与治理主体合二为一而具有负担数

据管理义务的法理基础和现实能力。进而言之，根据数据治理由客体义务推导主体义务的规则建构逻

辑，公共数据应负担的义务应由数源主体、治理主体甚或其他关涉主体在各自数据处理环节分别承担。

由此，政务数据因内含相同的公共性要素与属性特征应负担同样的义务，并不意味着作为数源主体的立

法机关、司法机关等其他国家机关需要与行政机关承担相同的数据义务。由于国家机关职能分工的不

同，行政机关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虽然也是广义上的公共治理主体但并不承担具体的公共数据治理职

责，其仅作为数源主体在数据采集等环节承担特定的数据管理义务，至于其他数据处理义务则主要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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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具体治理主体的行政机关承担。事实上，即使在行政机关内部也并非全部数源部门都是数据治理主

体，诸多数据处理义务也仅由特定数据管理部门承担。

2.公共非营利主体数据的义务能力。虽然公共非营利主体数据存在治理主体与数源主体分离的现

象，但作为中国现实国情下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主体，公共非营利主体在一定意义上承担着替代政府向

社会提供准公共产品的职责，具有准行政主体的性质。正因如此，公共非营利主体数据作为公共性仅次

于政务数据的公共数据，仍具有负担数据共享、开放和一定程度的数据管理义务的能力。具言之，就数

据共享来看，公共数据共享的价值在于支持数据需求主体的公共治理需要，构成公共性程度最高的数据

处理行为，存在共享全部类型的公共数据的合理性。因此，与其说公共数据共享的法理本质是行政协

助，毋宁说行政协助是公共数据共享的初始样态，随着公共数据范围的扩展，公共数据共享的性质也日

渐多元化。在此意义上，公共非营利主体数据负担共享义务并不存在法理和现实障碍。就数据开放来

看，公共非营利主体数据与政务数据相近似，也是非营利性的公共产品供给活动的副产品，从而可以作

为非营利性的数据开放活动的客体①。就数据管理来看，公共非营利主体作为中国提供社会服务的主要

载体，管理模式行政化程度较高，具有较强的数据管理能力，应负担较高程度的数据管理义务。不过，由

于治理主体与数源主体的分离，作为数源主体的公共非营利主体并非管理性主体无力负担全部数据管

理义务。申言之，不仅公共非营利主体数据不具备完全按照政务数据标准进行管理的可能性，而且部分

数据管理义务应由数据治理主体承担，而非由作为数源主体的公共非营利主体承担。

3.公共营利主体数据的义务能力。相较而言，公共营利主体数据不仅存在治理主体与数源主体的

分离，而且数源主体的营利性也使其公共性减退。因此，公共营利主体数据通常只需负担部分数据处理

义务，即数据共享义务和较低程度的数据管理义务，而无需负担数据开放义务。具言之，一方面，公共营

利主体数据是提供准公共产品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本身带有公共性色彩，加之数据共享目的的最高公共

性，使其负担数据共享义务应无异议。不过，随着国资监管体制由“管企业”向“管资本”的改革［22］

（P146），公共国有企业在性质上越来越接近于遵从市场逻辑的市场主体，而非直接追求治理目标的行政

主体，其只能作为数据共享的提供方，而不能作为数据共享的需求方，即公共营利主体数据的共享只能

表现为公共营利主体向政务部门单向提供数据的共享逻辑。同理，公共营利主体的市场主体定位也使

其不具备完整的数据管理能力，从而只能负担较低程度的数据管理义务。另一方面，公共营利主体数据

无需负担数据开放义务。相较前两类公共数据，公共营利主体数据是基于营利性活动产生的数据，由于

产生数据的准公共产品供给活动嵌入了营利目的，公共营利主体数据的公共品属性已极大衰退。而公

共数据开放是非营利性行为，公共营利主体数据作为营利性行为产生的要素资源负担数据开放义务会

造成主体认知的紊乱。不惟如是，公共数据开放是数字经济时代政府配置资源的最新表现形式，旨在藉

此推动公共数据资源的价值最大化实现，即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应是个人利益总和的最大

化，对应着效率优先的原则［6］（P8-12）。由此，公共数据开放的正当性就在于其作为数据资源配置方式的

效率性。相较政务数据、公共非营利主体数据由政府通过数据开放的方式更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公共

营利主体数据与其依附的准公共产品一样，通过建立在个体性、分散性和相对性知识特质基础上的市场

机制更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23］（P125-126）。易言之，基于资源配置的市场优先原则［24］（P82-85），公共

营利主体数据唯有通过数据交易、数据互换等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方能最大程度地实现数据资源配

置效率和社会公共利益。

4.非公共营利主体数据的义务能力。非公共营利主体数据作为公共性最弱的公共数据，不仅存在

治理主体与数源主体分离现象和产生数据之行为性质的营利性，而且数源主体的直接公共性亦不复存

① 虽然公共数据开放是否应收取费用尚存在争议，但学理和立法都只存在免费开放与收取成本费用两种模式。由此可言，公共数据开放是以公共

利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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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因如此，非公共营利主体数据的义务能力更为匮乏，一般只需要负担数据共享义务，而无需负担

数据开放义务和数据管理义务。首先，非公共营利主体数据因数据内容要素的公共性和数据共享价值

的公共性应负担数据共享义务，且由于数源主体的市场主体性质，非公共营利主体数据共享也应是非公

共营利主体对政务部门的单向共享模式。其次，非公共营利主体数据因产生数据的行为性质的营利性

而与公共营利主体数据相同，更适宜坚持市场化的数据流通利用方式，而无需负担数据开放义务。最

后，非公共营利主体数据因数源主体与治理主体的分离，尤其是数源主体的非公共市场主体性质，也无

需负担强制性的数据管理义务。相较私人数据，不难发现非公共营利主体数据作为公共数据的基本区

别就在于其负担着针对政务部门的数据共享义务，这是营利性主体基于政府特别授权生产经营准公共

产品而应负担的合理义务。虽然政务部门也可通过征收征用等方式获取私人数据，但需受到法律保留、

正当程序和比例原则等法律原则的限制，并经过繁琐的法律程序［25］（P93）。

四、公共数据类型化规制的立法落实

立法是一种法律规范与生活事实的轨迹，一种当为与存在对应、同化的过程［26］（P4）。在明晰公共数

据类型化规制的基础上，如何通过妥适的立法安排准确设定各类公共数据应负担的义务，实现应然的公

共数据负担义务与实然的法律规范的对照统一，并达至公共数据概念规范与规制规则的协调，构成公共

数据立法的重要课题。

在实践中，地方公共数据立法存在分散立法与集中立法两种立法方式。分散立法是指将公共数据

应负担的某类义务作为调整对象单独进行立法的方式。比如，《广东省政务数据资源共享管理办法（试

行）》《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宁波市公共数据安全管理暂行规定》等。分散立法基本出现在公

共数据立法的初始阶段，并随着公共数据应负担的义务类型由数据共享到数据开放再到数据安全管理

的拓展历程而渐次多元化。通常来说，分散立法具有立法难度小、灵活性高、针对性强、构建快速等固有

特性，在公共数据立法的初期具有路径优势。然而，分散立法方式亦存在无可回避的缺点，大量杂芜分

散的规范也极易造成具体制度间的重复甚至是冲突，增加内部协调成本，为法律体系化适用带来难题。

集中立法则是指将公共数据应负担的全部义务作为调整对象整体进行立法的模式。比如，《浙江省公共

数据条例》《广东省公共数据管理办法》等。集中立法是公共数据治理进程中较为晚近才出现的立法方

式，在公共数据共享、开放、安全管理等义务类型明确显现后才相继被地方立法所采纳。一般而言，集中

立法的优势在于体系的协调性、成本的低廉性与适用的方便性，其劣势则是立法难度较大，主要表现为

立法技术要求较高，立法时间跨度较长，利益协调较为困难等。正因如此，集中立法通常在立法对象的

法益冲突已充分暴露，且存在相关分散立法经验累积的基础上才能顺利进行。

从现实来看，集中立法方式已成为地方新近公共数据立法的共同选择，分散立法方式则渐趋消逝。

深究之，采用集中立法方式落实公共数据类型化规制方案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一方面，分散立法表面

上因规范对象只是数据共享、开放或管理中的一类，只需针对应负担该类义务的公共数据设计概念规范

即可实现其与规制规则的协调，能够较为容易地消解当前公共数据立法中概念规范与规制规则不相兼

容的体系性矛盾。然而，分散立法模式下公共数据概念的分别界定又会带来法律系统内部新的概念冲

突，无法从根本上实现公共数据立法的体系协调。另一方面，在实践中，虽然概念规范与规制规则彼此

失调的体系性矛盾在集中立法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但这并非无法消解的固有矛盾，而是可藉由科学的立

法安排予以回避的技术性矛盾。且随着数据价值的深度挖掘，公共数据规制的内容框架日渐显现和确

定，加之前期地方公共数据立法经验的不断累积，实施公共数据集中立法的条件愈来愈成熟。在此条件

下，基于立法成本与收益的考量［27］（P148-155），立法成本较高的分散立法被立法成本整体更低的集中立

法所替代，便为大势所趋。

进而，如何在现行集中立法方式下消解概念规范与规制规则彼此失调的体系性矛盾，落实公共数据

··75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1 期

类型化规制方案，就成为公共数据立法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当前地方公共数据集中立法基本表现为

“总则+分则+附则”的立法体例。总则部分主要规定概念规范及其他总括性的规则，分则部分作为立法

主体内容通常分章节规定公共数据的共享、开放和管理等义务，附则部分则主要规定特殊类型数据的规

则适用等问题。理性而论，公共数据立法可在现行“总则+分则+附则”渐次安排的集中立法体例下，通过

分层嵌入各类公共数据的立法技术实现规范对象与规制规则彼此适配的公共数据类型化规制机制。

具言之，首先，在总则部分选择第一层次的政务数据和第二层次的公共非营利主体数据作为规范对

象描述公共数据概念，替代当前外延更为宽泛的规范概念。比如规定：公共数据是指国家机关和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等非营利公共机构（以下简称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在依法履行公共管理职责、提供公共服

务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以电子或非电子形式对信息的记录。由此，可在根源上缓释公共数据规范概念

过于宽泛造成的规制规则无法一体化适用的难题。其次，在分则部分的公共数据共享和公共数据管理

等相关章节，嵌入公共营利主体数据的共享和管理义务，并适当降低公共非营利主体数据的管理义务。

详言之，一方面，可在公共数据共享章节设置准用条款，规定：电力、水务、燃气、通信、公共交通与城市基

础设施服务等公共服务企业实施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数据，适用本法公共数据共享的规定。

藉此，可以准确设定公共营利主体数据的共享义务。另一方面，可在公共数据管理相关章节设置适用除

外条款和准用条款。公共数据管理的适用除外条款规定，国家机关以外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适用公

共数据采集、存储和安全管理等规定确实存在困难的，可以不适用相关规定。如此，可以相机降低公共

非营利主体的数据管理义务。公共数据管理的准用条款规定，公共数据主管部门根据公共数据管理需

要，可以要求电力、水务、燃气、通信、公共交通与城市基础设施服务等公共服务企业适度履行特定的公

共数据采集、存储和安全管理等义务。如此，可以使公共营利主体负担部分必要且可行的公共数据管理

义务。最后，在附则部分设置参照适用条款，如规定，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基于公共管理和服务目的需

要使用民办营利性学校、民办营利性医院等提供公共服务且市场准入需经政府别授权的主体制作或获

取的数据的，参照本法公共数据共享的规定执行。如此，则能使非公共营利主体数据负担必要的数据共

享义务。

通过上述分层嵌入规范对象的立法安排，不仅能够在事实上将广义层面的公共数据纳入规制范围，

契合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源最大化开发利用的价值目标，而且可以有效落实公共数据类型化规制方案，

准确设定各类公共数据应负担的义务，并规避公共数据集中立法可能存在的概念规范与规制规则彼此

失调的体系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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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d Regulation of Public Data And
Its Legislative Implementation
Shen Bin（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Li Jianghong（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bstract The regulatory difficulties caused by the expansion of the concept of public data norms, such

as the inability of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 regulatory rules，should be resolved by setting up various types of

public data regulatory contents on the basis of categorization. By deconstructing the public elements of public

data, we can extract the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egree of publicness among

subjects who collect data and data content, and divide public data into four categories: government data, pub‐

lic non-profit subject data, public profit subject data and non-public profit subject data. The regulatory con‐

tent of all kinds of public data is reflected in the mandatory obligations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ir attribute

characteristics. Government data should bear the obligations of complete data sharing, openness and manage‐

ment, public non-profit subject data should shoulder the obligations of data sharing, opening and high-level

data management, public profit subject data should bear the obligations of data sharing and moderate data

management, and non-public profit entities only need to bear the obligation of data sharing. By embedding

the legislative arrangement of normative objects in layers, we can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regulation

scheme of public data typing and avoid systematic contradictions between conceptual norms and regulatory

rules in public data legislation.

Key words public data governance; government data; data sharing; data opening; digital government;

digital economy; data element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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